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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从人才、科研、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了协同创新发展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 2016—2018年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有序度和协同度，并基于多维

正态云模型，分析了 2018年区域内各城市创新水平。结果表明，2016—2018年期间，区域内各地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差距逐

渐变大，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向心力不足，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两核向周边辐射的局面。基于此，提出要认清发展格局，将“虹

吸效应”转变为“带动效应”、进一步优化协同创新发展环境、细化双圈产业链分工，破题两地同质化竞争提高区域协同创新发

展能力，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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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创新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创新”被提及 15次、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创新”被提及 47
次，同时第一次把“创新”放在首位来强调。作为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资源禀赋和要素集聚最优、产业体系

最全的成渝地区，在引领西部大开发、推动双循环格局下全国创新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自《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已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实施战略。以成都、重庆

两大城市为核心引领，带动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使成渝地区成为产业链分工合理、城市群层次分明的“双螺

旋”结构，势必将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区域创新源泉、西部发展枢纽和创新驱动引擎。尽管成渝地区拥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教育资源和产业结构，但是在科技创新、长远规划和动力源保障方面也面临诸多挑

战：一是基础层，成渝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两地间其他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导

致成渝两市和周边城市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中间地带存在“塌陷”问题，制约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

二是教育层，相较于区域内城市各自经济差距，科研教育资源差距更为明显，而教育资源是区域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础，从长远来看，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是成渝地区建立和维持创新源泉的关键，如何实现区域内科研

教育资源的协调，将是未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三是技术层，成渝产业同质化和同构化现象突出。

主要表现为成都产业生态圈和重庆产业园区的相似性过大，差异化发展不明显。四川和重庆在全国具有比

较优势的行业中，汽车配件、新一代电子信息等 9个行业领域都有重叠，如何细化双圈产业链分工实现区域

内协同发展，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成渝地区作为一个协调发展的

整体，亟需提升其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协同创新是在政策、科技、文化、市场等要素驱动下，各创新主体为实

现重大科技突破而开展的以知识增值为目标，整合各领域创新要素的一种创新组织模式（陈劲和阳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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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范斐等（2020）、徐雷等（2018）、俞立平等（2016）等学者研究了协同创新对不同主体的影响机制，涉及

企业、大学、科研结构、政府、中介组织等；赵滨元（2021）、锁箭和汤瑞丰（2020）、武翠和谭清美（2021）对京津

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城市群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提出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方面，Cite
Space V（张晓晗等，2020）、引力模型（蔡翔等，2019）、多维正态云（蹇令香等，2020）、空间计量（郭文伟和王文

启，2018）是大多数学者采取的主流方法。从以上文献研究来看，目前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发

展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此，本文从人才、科研、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维

正态云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来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并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

针对性建议，营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氛围，助推成渝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形成引领全川、服务西

部、助力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二、文献综述

围绕如何通过协同创新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这一难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内涵机理、模式特征、测度方法

和实施途径等方面展开研究，探求不同区域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首先在协同创新的内涵机理方面，解学梅

（2011）认为由于创新主体间存在强相关的联络通道，通过各个创新要素之间非线性的交流互通，会导致创新

要素的相互耦合从而推动协同创新发展。吴笑等（2015）在解学梅等人研究基础上，分析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由

于市场、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频繁交流机制，认为这种通过自发形成复杂的组织网络结构发展整体创新水

平的方式就是协同创新。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认为协同创新是区域内各创新主体通过科技互动，聚集要素

资源获得创新绩效的过程。曹雅茹和池镇（2016）将三螺旋理论运用到协同创新研究中，分析了云计算产业中

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共享机制。王丽梅（201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高

校间的科技创新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促进协同创新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创新主体间的技术关联度和

合作意愿。卞元超（2017）进一步统计整理相关数据，围绕监督、谈判及信息搜寻三大成本，分析了政府‐高
校‐企业三者关系中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发展效应。张艺等（2018）分析政府和金融机构引导下多个创新主体的

协同发展情况，认为主体间创新资源的优势互补，能够形成协同效应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其次在协同创新的

模式特征方面，Serrano和 Fischer（2007）通过分析企业、高校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共享机制，提出有利于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创新效率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Welsh et al（2008）进一步分析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协同

创新模式，认为实施协同创新不仅可以推动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的现场转化、推动两化融合，还可以提

高企业创新产品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Leavy（2012）指出企业建立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模式，有利于实现

创新产品的价值共享，推动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张方华和陶静媛（2016）通过统计分析国内主要城市产业链

发展现状，认为技术、组织、战略、制度、文化、市场等因素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的实施效果。

吕连菊和阚大学（2017）进一步通过构建 ECM实证测算模型，联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和经济实际增长情况，

结果表明无论短期经济增长幅度还是长期经济发展态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都具有十分出色的适应性。吴

和成等（2020）认为区域间的合作互动是必然趋势，跨行政区域在相同的创新环境下，通过实施协同创新模式

有助于各自创新要素的有效流动继而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再次在协同创新的测度方法方面，胡晓

瑾和解学梅（2010）在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中引入了多级模糊数学方法，围绕支持协同、研发协同、转让协同和创

新协同四个方面构建了用于测度城市协同创新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李林和杨泽寰（2013）进一步优化实证

数学模型，通过熵权模糊物元模型，从创新主体、合作机制、组织协调和技术要素四个层面对湖南省 14个地级

市的协同创新进行了测算。鲁继通（2015）和孙丽文等（2018）引入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以充分考虑测算对象

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最后在协同创新实施途径方面，国外学者在通过优化创新要素流动以提升区域协同

创新能力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认识，Abend（1979）将协同创新抽离企业管理模式，进一步升维成区域创新发展战

略。Serrano和 Fischer（2007）通过分析不同区域协同创新的发展水平，认为知识、人才、产品等创新资源要素的

充分流动对区域协同创新至关重要，应该对区域创新资源要素进行调整配置，进而优化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环

境。Jadesadalug和 Ussahawanitchakit（2008）进一步分析认为，影响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主控因素是市场、技

术、人才、高校等创新主体构成合作交流机制。而国内对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张建

民（2010）在对协同创新内涵机理剖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合作机制、要素流动、区域主体和政策导向四个维度提

出了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议。王志宝等（2013）认为创新驱动力是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建立

以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创新的协同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推动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国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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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展开了较多的实证研究，尹彦（2015）运用 Choquet模糊积分构建了区域协同创新测算模型，并进行京津冀区

域实例测度。臧欣昱等（2017）基于 SFA方法对区域协同创新程度深入分析，对控制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影响

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邵汉华和钟琪（2018）、李芸等（2020）学者利用 SBM模型测度了中国省

际协同创新效率。刘兵等（2019）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才和资本两个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协同创新的作

用机制，并且通过实证发现政府力量在两者关系间存在调节效应。

三、指标与方法

（一）指标体系
成渝地区在人才、科研、产业和创新生态环境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人才协同方面，人才规模、质量

和结构尚不能满足“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高端人才仍存在明显短板和不足；二是科研协同创新方

面，重大创新突破不够，四川和重庆两地的创新能力

仍然不够突出，高端创新资源、重大科技成果、领军型

科技企业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三是产业协同创新方

面，成都、重庆双核独大导致次级中心城市发育不足，

不具备城市梯次和功能梯度布局，存在成渝产业定位

同质化的现象；四是创新生态环境协同创新方面，缺

乏灵活的科研体制、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实践及科研

人员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因此，本文立足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实际，基于协同创新视角，从人才、科研、

技术、创新生态环境等四个维度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协同创新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

见表 1。
（二）协同度测算方法
复合系统协同度能够从动态视角分析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有序度，序参量决定着子系统的演化过程（黎

巧和马一茗，2020），其具体步骤为如下。

（1）熵权法确定权重 wj。熵权法能够直观地反映一组数据的权重，假设研究对象由 n个样本组成，每个

样本中有 m个指标。根据各指标原始数据，可以构建如式（1）所示原始数据矩阵：

R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r11 r12 … r1m
r21 r 22 … r2m
⋮ ⋮ ⋮
rn1 rn2 ... rnm

（1）

其中：元素 rij表示第 i个子系统的第 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且 1 ≤ i ≤ n，1 ≤ j ≤ m。

采用离差法对原始数据 R进行线性变换后，得到标准化矩阵 R' = ( )r'ij
n × m，此时 R'中的元素权重 Sij：

Sij = rij

∑
j = 1

m

r'ij
，1 ≤ j ≤ m

（2）

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hj：

hj = - 1
lnm∑j = 1

m

Sij lnSij （3）
根据熵值 hj，计算差异度 aj：

aj = 1 - hj （4）
计算指标权重 λj：

λj = aj

∑
j = i

p

a j
（5）

表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人才

科研

产业

创新生态环境

二级指标

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

普通高等学校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科研机构数

授权专利数

R&D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的比重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

高技术产品销售收入

地方科技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

从事计算机、软件行业从业人员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邮电业务总量

单位

%
所

人年

所

件

%
%

万元

%
万人

户/百人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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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子系统的序参量有序度 okj。

okj =
ì

í

î

ï
ï
ï
ï

xkj - βkj
αkj - βkj ，xkj为正序参量

αkj - xkj
αkj - βkj ，xkj为负序参量

（6）

其中：αkj、βkj分别表示序参量分量临界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以线性加权的方式计算第 k个子系统有序度 Ok，其中：λj = 1。
Ok =∑

j = 1

n

λ j okj （7）
（4）从初始时刻 T 0演化至 T 1，Ok的有序度由 O 0

k 演变至 O 1
k，在此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 U来表示子系统的动

态演变结果：

U = θ∑
j = 1

n

δ || O 1
k - O 0

k （8）
其中：δk为各子系统权重，在此用各城市 GDP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 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确定；当 O 1

k -
O 0
k ≥ 0时，θ = 1，反之 θ = -1；U ∈ [ ]- 1，1 ，当 U ∈ [ ]0，1 时，说明该系统正处于协同演化状态，U的值越高，

表示其协同程度越高。本文借鉴学者冯锋和汪良兵（2012）对区域创新协同度划分标准，将系统的协同发展

状态划分为四个等级见表 2。
表 2 复合系统协同度划分表

发展状态

协同度

非协同

-1 ≤ C ≤ 0
低度协同

0 ≤ C ≤ 0.2
中度协同

0.2 ≤ C ≤ 0.6
高度协同

0.6 ≤ C ≤ 1

（三）创新水平测算方法
多维正态云模型是在模糊数学和概率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基本思想为将模糊的定性描述用定

量的方法表示。其具体步骤为

首先将云模型定义为：设存在论域 U = { }x1，x2，x3，…，xn ，T、C分别是关于论域 U的定量描述与定性描

述，隶属度 μ是 x关于 U的具有随机倾向的映射，即：U ∈ (0，1)，∀x ∈ U，x → μ。根据郭戎潇等（2010）研究，将

一个 m维正态云的数字特征表述为 ( )Ex1，En1，He1，…，Exn，Enn，Hen ；其中 ( )Ex1，Ex2，Ex3，…，Exn 为期望，表示

云的分布中心，( )En1，En2，En3，…，Enn 为云的熵，显示云分布的离散度，表示“云”的跨度，数值表示为

En = Exmax3 （9）
其中：Exmax表示各级定性描述中的最大值；( )He1，He2，He3，…，Hen 称为云的超熵，反映了云的离散程度，表示

“云”的不确定性，通常 0.01 ≤ He ≤ 0.1。
其次定义多维云发生器，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生成 n个正态随机数 yi，其数字特征为：以 En为期望，He为标准差。

（2）在 yi的基础上，生成正态随机数 xi，称为“云滴”，其数字特征为：以 Ex为期望， || yi 为标准差。

（3）生成隶属度 μ：

μ = exp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j = 1

m ( )xji - Exj 2

2y 2ji （10）

其中：i = 1，2，3，⋯，k。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 16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 2016—2018年该地区的相关数据测算其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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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协同度；并且通过多维正态云模型深入分析该地区 2018年的城市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 2016—2019年
的《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四川科技统计年鉴》《重庆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

（二）协同度测算结果
将 2016—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相关数据代入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出各年份的协同创新

有序度结果见表 3。
表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子系统有序度及复合系统协同度

城市

成都市

自贡市

泸州市

德阳市

绵阳市

遂宁市

内江市

乐山市

南充市

眉山市

宜宾市

广安市

达州市

雅安市

资阳市

重庆市

2018年
有序度

0.1936
0.0019
0.0034
0.0043
0.0150
0.0021
0.0031
0.0024
0.0036
0.0018
0.0035
0.0020
0.0025
0.0012
0.0009
0.2240

协同度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中度协同

2017年
有序度

0.1913
0.0019
0.0037
0.0058
0.0133
0.0020
0.0026
0.0028
0.0037
0.0019
0.0041
0.0021
0.0033
0.0012
0.0010
0.2320

协同度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中度协同

2016年
有序度

0.1460
0.0025
0.0041
0.0053
0.0132
0.0012
0.0020
0.0020
0.0035
0.0017
0.0054
0.0015
0.0028
0.0012
0.0009
0.2757

协同度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低度协同

中度协同

在 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重庆的有序度最高，成都、绵阳紧随其后。因此，这三个地区的协同

创新发展能力较好：成都、绵阳、重庆在科研、产业、人才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成都、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两座核心城市，集聚了区域内大部分高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在协同创新发展中发挥要

素的集聚效应，优化自身协同创新结构，与周边地区实现协同有序互动。德阳、南充、宜宾、泸州虽然处于低

度协同水平，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处于中等水平，这些地区位于核心城市周边，承接了核心城市的部

分产业，但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发展规划尚不清晰，无法集聚人才，应在协同创新要素中挖掘其潜力，在成

渝双圈的协同发展中抓住机遇，破题由大城市带来的“虹吸效应”。雅安、资阳等地协同创新发展能力较低，

作为子系统协同创新弱于区域整体协同创新水平，研究发现雅安、资阳在人才、产业、创新生态环境中都不具

备较大优势，无法产生协同创新要素的扩散效应，亟需寻找应对协同创新有序度低的解决措施，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其他城市形成良性互动。

从变化趋势来看，2016—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大部分城市都处于低度协同和波动上升的状

态。其中，仅重庆市达到了中度协同，其他地区尚处于低度协同的水平；成都市作为双城经济圈中的另一个

中心，虽然一直处于低度协同，但是可以看出成都市一直呈现出一个逐步增长的态势。

（三）创新水平测算结果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中，创新水平是其重要指标。因此不仅要分析整个区域协同创新有序度，还需要

研究各子系统内的创新能力及差异。在创新水平测度中，人才和科研是协同创新的基础和核心。因此选用

人才和科研指标各一项构建多维正态云用以评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水平。

首先，构建评价等级论域 Z = ( )Z 1，Z 2，Z 3，Z 4，Z 5 代表（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以熵权法对各协同创

新指标进行权赋值，将 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区域的 R&D经费内部支出和 R&D人员全时当量数

据代入多维云模型发生器，计算隶属度 12000次，得到 2018年成渝地区创新水平评价结果如图 1和表 4
所示，其中图 1的 X轴表示 R&D经费内部支出，Y轴表示 R&D人员全时当量。

由以上结果可知，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地创新水平差异较大，成都、重庆、绵阳发展水平位

列区域前 3名，且成都、重庆发展水平为高水平，与区域内人才吸引力强、科研投入较高、产学研成果转化良

好、各界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有关；绵阳为较低发展水平，相比成都、重庆，绵阳的创新生态环境较弱、人

才吸引力不强，但科研投入与产学研成果转化能力较其他地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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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等级对应的多维正态云图

表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水平（2018年）

城市

成都市

自贡市

泸州市

德阳市

绵阳市

遂宁市

内江市

乐山市

南充市

眉山市

宜宾市

广安市

达州市

雅安市

资阳市

重庆市

低

0.0356
0.9746
0.9768
0.9969
0.7731
0.9695
0.9665
0.9754
0.9740
0.9638
0.9905
0.9566
0.9668
0.9641
0.9564
0.0261

较低

0.1401
0.7106
0.7163
0.8665
0.9894
0.6974
0.6903
0.7132
0.7088
0.6840
0.7616
0.6683
0.6910
0.6847
0.6679
0.1103

一般

0.3845
0.3615
0.3665
0.5254
0.8834
0.3500
0.3440
0.3638
0.3599
0.3386
0.4086
0.3258
0.3446
0.3392
0.3254
0.3247

较高

0.7362
0.1283
0.1308
0.2223
0.5503
0.1226
0.1196
0.1295
0.1275
0.1170
0.1529
0.1108
0.1199
0.1173
0.1106
0.6670

高

0.9834
0.0318
0.0326
0.0656
0.2392
0.0299
0.0290
0.0321
0.0315
0.0282
0.0399
0.0263
0.0291
0.0283
0.0262
0.9560

水平

高

低

低

低

较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高

排名

1
8
6
4
3
10
12
7
9
14
5
15
11
13
16
2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综合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和多维正态云模型研究了 2016—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

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了 2018年地区内创新能力水平差距，得到如下结论。

（1）创新发展驱动力不足，中间塌陷问题突出。根据实证分析结果，重庆和成都创新水平指标分别为

0.9560、0.9834，协同度指标分别为 0.1936、0.2240，均呈现高创新度、低度协同的状态，形成了协同创新发展

的“中部塌陷”现象。在协同度指标方面，2016—2018年期间，地区间各地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变

大，仅重庆实现了中度协同。成都虽处于低度协同状态但近年来都呈上升势态，且与重庆差距不断缩小，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协同创新能力较高，辐射带动能力逐渐加强；在创新水平方面，成都、重庆、绵阳分列

地区的前三位，但仅成都、重庆处于高创新水平状态，绵阳处于较低水平创新能力状态，其余地区处于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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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说明区域内创新水平差距较大，形成了以成都、重庆为两核向周边辐射的局面。未来成渝双圈区

域协同创新发展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应把握好作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

（2）协同发展向心力不足，西强东弱模式化明显。联合协同度指标和创新发展指标，着眼整个成渝地区

城市群，大体可分为“两线一区”，即由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南充等组成的西线城市群，由重庆、泸州、广安、

达州、宜宾等组成的东线城市群，以及由遂宁、资阳、内江、眉山等组成的中部城市群。通过实证分析计算结

果，一方面创新水平和协同度指标均呈现西线＞东线＞中区的发展格局，区域整体协同发展向心力不足；另

一方面，除成都、重庆两大区域核心城市以外，2016—2018年间绵阳、宜宾两市发展势头迅猛，创新水平和协

同度指标历年涨幅均超过 80%，按照此发展态势，成渝双圈将逐步发展以成都、重庆、绵阳和宜宾为顶点的

“四边形”结构，凭借高贯穿、高覆盖的产业链条，有助于解决产业同质化问题和背向竞争问题，扭转重庆为代

表的东线城市群协同度指标逐年下降趋势，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

为提高区域内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促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认清发展格局，将“虹吸

效应”转变为“带动效应”。成都与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核，不仅肩负带动周围地区的重任，更

是“西部崛起”的重要角色，两个超大城市对协同创新要素不仅需要发挥集聚效应，更应发挥带动效应，消除

协同创新要素在城市间的壁垒，促进资源的有效流动，破题“中部塌陷”，实现“中部崛起”，开创具有川渝特色

的协同创新发展新局面；二是进一步优化协同创新发展环境。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即使是成都、重

庆这样的中心城市，也仅处于中度、低度协同。因此相较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创新发展能

力还较低。鉴于此，政府应当借鉴优秀城市群经验，优化区域内协同创新机制，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提

高整体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为激发区域内协同创新要素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三是细化双圈产业链分工，

破题两地同质化竞争。聚焦区域优势产业，成渝两地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加强制造业间的分工合作来做优做

强产业链，着眼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大局发展，通过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汽车装

备制造业集群和能源化工产业集群，积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型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建立成渝地区支

柱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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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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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area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alents，
scientific research，industry，and innova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omposite system synergy mode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order and synerg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area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from 2016 to 2018，and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normal cloud model，the innovation level of each city in the region in 2018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16‐2018，the gap in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and the
overal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has insufficient centripetal force，forming a situation where Chengdu and Chongqing are
the two cores radiating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Based on this，it is proposed to recogniz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transform the

“siphon effect”into a“driving effect”，further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benig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refin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dual‐circle industrial chain，and break the problem of homogenize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places to
improv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Keywords： Chengdu‐Chongqing area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nergy of composite systems；
multidimensional normal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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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主新流创新能力的演化规律及交互作用机理，对于企业优化创新能力序列实现技术赶超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主

流与新流创新的特征差异，构建二元创新能力集，在此基础上以比亚迪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活动及其技术轨道变

迁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能力序列的演进规律，揭示主流创新能力对于新流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的作用

机理。

关键词：主流创新；新流创新；能力演化；技术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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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李湛等，2019）11。技术突破的

根本在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轨道的跃迁升级是技术突破的体现。20世纪 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 Kanter教
授提出主流与新流创新（简称“二元创新”）的概念，将企业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主营业务领域的创新活

动视为主流创新，而在主流创新前，通过新战略实现技术跃迁的创新活动视为新流创新。开辟了从主流与新

流视角研究企业创新活动的新领域，针对二元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能力的构成维度及其测度。朱卫东等（2012）从创新原动力、资源整合能力、产出能力和可持续

性能力视角解析创新能力的构成。许庆瑞等（2013）在研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路径时，将创新能力分为

二次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陈劲等（2017）从问题驱动、思考未来、多样化知识、创新文

化、利益相关者协同、经济与社会价值等角度解析创新能力的构成。李湛等（2019）11从创新基础投入能力、

创新中间转化能力和创新产出实现能力定义企业的创新能力。罗庆朗等（2020）185从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

法、DEA效率评价法、数据挖掘法等角度系统归纳了创新能力的测度方法。二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Ehie 和 Olibe（2010）指出研发投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Casanueva et al（2013）指出部门之间的知识传递效率

直接影响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Mina et al（2014）提出用户、供应商和大学能够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的外部

知识。李湛等（2019）11研究税收、财政、金融、知识产权、人才和外部规范性等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的影

响。三是主流与新流创新能力的演化机理。Anderson 和 Tushman（1990）针对计算机、水泥和飞机制造等产

业的创新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发现主流技术在演进过程中会被新流技术所打破。Atoche（2011）指出由于高

层决策、市场响应和外部合作互动等差异，企业二元创新可能出现层级跃迁的机会窗口。Zhu 和 Ou（2013），

朱斌和欧伟强（2017）基于案例研究二元创新在“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动态演化过程，并进行系

统动力学仿真。梁海山等（2018）以海尔集团为研究案例，探讨企业技术能力体系的变迁。

综上所述，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构成及演化已取得一些成果，但考虑到二元创新的差异不单纯体现在技

术轨道上，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特征亦存在显著差异，二元创新能力集中不同的能力构成有何差异？能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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